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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动员：晋绥根据地民众动员的历史考察

张慧如

（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晋中， 030600；zhr18234774287@163.com）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绥革命根据地所开展的民众动员，是激发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最终
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方式，其主要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四个维度。通过村选运动、勤政廉政及群团
组织建设强化政治动员；实施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及促进商业贸易以推动经济动员；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新闻出版及文学艺术事业深化文化动员；开展四大动员、精兵简政及双拥运动加强军事动员。这些综合措施
有效提升了民众参与度，巩固了根据地，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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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晋绥革命根据地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抗日根据地之一，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发挥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在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途径开展群众动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民众动
员经验。这不仅能在抗日战争期间动员广大群众，增强抗战力量；而且也能对于今后中国共产党走好新时代
群众路线，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

在人民”，“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新时代要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晋绥革命
根据地群众动员的丰富经验中汲取助力新时代发展的强大力量，从而团结带领、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共同奋
斗。

1. 政治引领：以民主建设凝聚民心

政治动员主要是通过政治活动提高农民、基层干部和群众组织的政治觉悟和参战意识。毛泽东曾指出：
“要想取得伟大民族战争的胜利，必须要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政治动员。”为了争取抗战胜利，中共在晋绥革
命根据地广泛开展以村选运动、实施勤政廉政、成立群团组织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动员，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广
大民众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1.1. 村选运动
抗战时期，无论是抗战动员，还是根据地建设，以及抗日部队的兵员补充，军需物资的供应，都离不开

革命根据地所在区域农村的支持。农村革命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哪些人手中，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生死存
亡。只有强有力的领导才能确保革命斗争的胜利和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从而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实行民主
政权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也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根本原则。

1940年9月，晋西北行署第二次行政会议通过并颁布了《晋西北村选暂行条例》和《晋西北村政权组织暂
行条例》，确定农村政权是民意机关（公民大会或代表会）与执行机关（村公所）的统一体，村主席和代表
（村长与会长）都要经过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决定。废除封建的闾邻制，实行代表制。
随后，在1941年3月，新政权自上而下逐级召开了选举准备会议，不仅成立了村选指导委员会，各村还都

普遍建立了村选委员会。同时，还确定了22个行政村为试选单位进行实验，这次会议为村选运动的顺利进行
奠定了基础。村选运动大体经过宣传教育、选民发动、调查户口、登记公民、划分公民小组、实行民主选举
等程序，最后选出村长，建立村民委员会。选举完全是平等自由的。经过实践，根据兴县35个行政村的统
计，“自然村公民选举村代表参选者占应参选者的87。36%，村国民大会参选者占应参选者的80。51%”；据晋
西北14个县44个行政村的统计，有“80%以上的男女公民参加了选举”[1]。这些数字，充分表明了晋绥革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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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村选运动的普遍性、深入性和它的伟大成功。村选运动在根据地真正实现了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经过
选举产生的村政权由此真正发挥了抗日民主政权的作用，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根据地的发展中来。

1.2. 勤政廉政的实施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

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是最可鄙的；
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2]从晋绥革命根据地创建时起，各级
组织在八路军帮助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还通过实施勤政廉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据地的干
部为实施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建立和巩固抗日政权，大力进行发动民众和组织民众的工作，激发农民的政治
热情和抗日积极性。
新政权建立之初，即宣布实施勤政廉政，表现在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制度健全和工作作风等各个方

面。各级干部不仅深入研究政策法令，更在执行过程中严遵程序、步骤与方法，确保每一项决策都能精准落
地。在机构设置层面，各级政府构建了政务会议制度，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得以有效贯彻。群众的声音被
充分倾听，他们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参与决策过程。制度方面，分工明确、检查严格、报告总结及时，这些
制度为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工作作风上，干部们更是身体力行，密切联系群众，无论身处何
地、从事何种工作，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群众同甘共苦。农忙时节，他们与群众并肩作战，抢收抢
种，这种亲民的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和支持。据统计，“每个干部都毫无例外地去完成1石3斗小米
的生产任务，即要生产个人7个月的粮食。续范亭、牛荫冠等带头发起生产节约运动，决定每人每日节约米面
2两，由一斤半减至1斤6两 (1旧秤16 两为1斤)，与全体军政民共渡难关”[3]48。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干部们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以身作

则，通过勤政廉政的实际行动和“平民化”的作风，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官民关系。人民群众在这种关系中找到
了归属感，对干部们产生了深深的认同感，有效地动员了人民群众。正如邓小平所言：“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
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4]217

1.3. 群团组织的成立
抗战时期，一系列的群团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毛泽东非常注重群众运

动，他一直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5]。中国共产党提出：“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
有效地组织起来，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否则就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6]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发动组
织下，晋绥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团组织，这些组织独立于政府之外，但
又与政府存在着紧密联系，其发起的群众工作与政府工作相互配合，承担着战时动员和维持秩序的任务。
根据地的农救会是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愿结合起来的群众组织，主要开展保护农民切身利益的

工作，即借粮、借种子和减息。在这些实际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注意发现积极分子，争取觉悟高、敢斗争、
愿为群众谋利益的先进分子入团入党，培养任用干部，并以他们为中坚，发展抗日自卫队，建立中国共产党
组织，以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农救会还协助政府对原有的旧区、乡长加以任用，改造下层行政机构。为
了使农救会具有更加正规的意义，农救会成立后进行悬榜通知，在村镇张贴农救会成员名字，明确其权利与
义务。
正如毛泽东所说：“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

动的高涨。”[7]青救会是群团组织中最活跃的一个组织，他们积极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抗战，发动农村青年参
军，团结动员了广大青年。同样，工救会积极动员组织成员做了各种的救亡工作，为抗战胜利也作出了很大
的贡献。妇救会在动员和组织妇女走出家门参军抗战，组织妇女加入缝纫队、洗衣队、军鞋制作队，特别是
在解决妇女的特殊利益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毛泽东指出，群团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及抗日团体）是“民主的人民政权之最重要的支持与依

靠”，是党“与工人群众及一切劳苦大众的联络桥梁，是党的政治影响的传达者，是人民政权的轮带” [8]。这
些群团组织协助党真正地了解民情、民声、民意，增强了党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群团组织的实践活
动，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粮食、弹药等各种军需物资和人力支持，壮大了抗战队伍，支援了抗日前线，体现了
群团组织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凝聚了强大力量。

2. 经济激励：以民生建设赢得群众

马克思曾说： “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革命战争要想拥有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参与，那就要满足并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动员广大群众，晋绥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以减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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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息、大生产运动、发展商业贸易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动员，这些举措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信心，切实满足了
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自身利益，这为推动抗战动员和促进当地新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1. 减租减息
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基本生活保障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的首要条件。抗

战初期，晋绥边区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地富手中，广大农民因缺地少地而陷入重重高利盘剥之下。为了
解决这种困境，根据中共中央1937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的减租减息政策，在晋西北的兴县、岢
岚、保德、河曲等县开展了一定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运动，不单纯是经济斗争，而且是树立基本
群众优势、巩固基层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农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运动开始时，干部积极向宣传
党的减租减息政策、租佃的阶级关系、雇主与雇工的阶级关系以及开展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通过宣
传讲解，提高农民觉悟，使农民初步懂得了自己受苦受穷的根源，懂得了自己要解放自己。于是减租减息运
动很快在各地开展起来。与此同时，抗日政府对地主上层人士，也进行了必要的教育工作，以减少阻力。

“当农民努力地投身于抗战和生产建设时，并且成为‘基本力量’时，减轻农民负担就成为一件最必要的工
作，不然他们就不可能持续积极地投身于这种事业之中” [9]。 1944年8月28日，中共晋绥分局发出《关于今年
普及减租运动、深入群众工作的指示》。经过实践，“到1944年底，晋西北各县的减租大约完成了 75%，兴县
完成了 90%”[10]。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既极大地削弱了封建势力，
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又鼓舞了农民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保障了抗日战争取
得最后的胜利。

2.2. 大生产运动
正如马克·赛尔登说：“生产运动旨在通过动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来增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干

群之间的团结。”[11]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是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根据地军民，通过军民兼顾，组织
劳动互助，动员群众广泛参与的自上而下的根据地生产建设运动，这不仅仅是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运
动，更是为了能够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奋力抗战的一项动员策略。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开展大生产运动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有力的支持，推动了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升。

1940年12月，中共晋西区党委召开了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特别决定把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作为1941
年根据地的中心任务之一。1941年3月，晋西北行署又召开财政经济会议，明确提出以农业为主发展生产的方
针。之后，全边区生产建设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进步。在各级政权的组织实施下，晋绥根据地大生产
运动迅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广大人民群众与机关部队全体同志一齐动手，建立革命家务，组织劳动互助，
展开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仅1944年1至6月，“群众、部队、机关即开荒77 万多亩，机关部队还种
棉5,632亩”；仅二分区各县共“兴修水地5,615.9亩，计河曲 2,367亩，保德1,788.9亩，岢岚 1,020 亩，偏关440
亩，可增产粮食1,103石（公粮斗）”；仅河曲、岢岚、偏关等3县“半年内即增加猪、羊38,254头（只）”；
1944年上半年，仅“纺纱妇女就达53,527人，比1943年增加将近1倍”[3]68。
大生产运动的健康发展，克服了根据地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民生活，

基本上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大生产运动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抗
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3. 发展商业贸易
抗战爆发前，晋绥地区商业贸易十分繁荣，例如：“碛口1931年商店达二百家，全年流水在五十万元以上

者达十余家。保德东关两家大商号，资本达十六万元。”[12]489晋西事变后，由于日军的连续扫荡，商业贸易
受到重创。为打破敌人对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提高根据地广大群众生活水平与根据地政府财政收
入，稳定金融市场，发展根据地经济，1941年5月抗战日报发表题为《发展内地商业，组织对外贸易》的社
论，在当前阶段重新建立商业贸易体系，保护根据地内商业发展，同时发展对外贸易，确保商业自由变得迫
在眉睫。
贸易法律法规是商业贸易的灯塔，引领着商业活动的规范化进程。早在1941年11月，晋西北行署便出台

了《晋西北管理对外贸易办法》，为货物贸易设定了清晰的规则框架。紧接着，为防止根据地法币外流，提
升农币的流通地位，晋西北行署发布了《关于严禁奢侈品入境的通令》，明确列出了禁止入境的商品清单。
随后，到1945年，晋西北财经办事处颁布了《关于晋绥晋绥两边区贸易税收之决定》，详细阐述了两区之间
贸易商品互通时应遵循的原则，极大地促进了两区间贸易的便利化。
一系列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的出台，对根据地商业贸易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商业贸易也取得了丰硕成

果。据统计，“仅到1941年8月底，兴县商店由春季的七十六家增至一百七十一家；临县由一百八十六家增至
二百四十八家”[13]491。除此以外，商业利润也比战前提高。在游击区、沦陷区的贸易方面，“1944年从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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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沦陷区输入食盐572万斤，比1943年增加了130万斤”[13]235，解决了抗战的需要。同时，根据地也输
出“羊毛3万斤，碱4万多斤，以及其他土产”供给了游击区、沦陷区群众扩展市场，争取了人心，团结了群众
[12]464。

3. 宣传教育：以思想建设引领群众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正如毛泽东深刻指出的那样：“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
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中国共产党从晋绥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落后、思想觉悟低下的实际出
发，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来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为晋绥抗日根据
地的发展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1.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干部教育在根据地教育中占据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教育工作是动员民众的前提，对于根据地进行各种

形式的民主运动以及大力发展生产建设所具有的意义十分深远。根据地的教育，可分为干部教育、社会教育
和学校教育。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共产党组织就把干部教育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根据地开办了干部培训班，
有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晋西北抗战学院、青年干部学校等，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
根据地的建设做了极为重要的人员准备。
社会教育是根据地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民众文化水平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关键作

用。冬学是晋绥根据地开展的较为普遍的社会教育形式，1945年，边区行署在《关于1945年冬学工作的指
示》中指出：“冬学是培养干部与积极分子最好的场所，是提高群众的有力武器”。到1947年前半年，全边区
冬学教育进一步得到发展。具体内容是“新解放区以政治教育为主，文化教育为辅，分别占70%和30%；老解
放区以文化教育为主，政治教育为辅，分别占60%和40%” [14]。在教育方法上，各地贯彻“以干部为主，干与
群众一起学习的方针”，采取集体讨论，教员讲授以及运用实物实例、送识字卡上门教学等方法，努力使学员
真正接受和理解。据统计，从1944年冬到1945年春的冬学运动，“仅河曲、保德、临县、交城、偏关5县，入
冬学的妇女就达到13,628 人”[15]362。
学校教育在根据地教育中具有奠定基础、培养人才的关键作用。1940年2月，晋西北根据地政府发布了教

育实施大纲，提出了“进一步扩大义务教育，建立健全民族革命小学的施政方针”[16]232。从1940年晋西北行
署成立，晋绥根据地就认真抓了小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工作。集体筹资修建校舍，编印教材，优待教师，小
学教育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至9月底，“据19个县的统计，已有完全小学校 26所、初级小学校 1,393所，共
有学生61,938人；每县平均有小学校 74 所，学生 3,295 人”[15]366。后来，晋绥根据地小学教育工作有许多的
开拓与创造，在群众服务，教学与战争、生产、社会相结合方面，亦积累了新鲜经验。

3.2. 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对于宣传动员和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具有重要作用。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

六中全会上发出了在敌前敌后创办各种地方性通俗报纸的指示，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民族觉悟。晋绥抗
日根据地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创办报纸。1940年9月18日在兴县石楞子村创办了中共晋西区党委的机关报
《抗战日报》，在宣传报道中，《抗战日报》始终抓住战争和建设两个环节，把坚持长期抗战和改善人民生
活密切结合起来，使报纸成了指导战争和生产的有力武器。《晋绥大众报》也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影响较大
的报纸之一，主要以识字在八百个上下的区村干部和农民为读者对象。根据中共晋西区委员会提出的“反映根
据地群众的战争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办报方针，《晋绥大众报》采取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设置了“百事
通”、“街谈巷议”、“大众信箱”、“政策问答”等多种栏目，文字做到了尽量口语化，把报纸办到了老百姓的心
坎里。
印刷出版是根据地新闻出版发展的基石，对推动信息传播与根据地文化繁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40

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指示：“每一个大的根据地，应开办一个完全的印刷厂，要把一个
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注意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
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 [17]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到1945年，
在晋绥边区发行的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有66种，编印出版的政治、军事、经济、文艺等各种读物有123
种，发行总数100万余册。”[18]
晋绥根据地通过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向根据地广大军民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评价了国内外政

治形势和战争进展状况，传授了文化科学知识与技能，使新闻出版事业在宣传人民、组织人民、打击敌人、
建设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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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
“不同地区的娱乐生活体现着不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民俗的发展情况，不同时期的娱乐活动反映着不

同时代的精神风貌” [19]。晋绥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文艺的作用，力图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引导、
教育与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配合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戏剧在根据地文学艺术发展中扮演着丰富民众精神生活、推动文化繁荣的重要角色。随着晋绥抗日民主

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根据地建立了大量的专业剧团与业余剧团，演出各种形式的剧目，丰富群众的文化生
活。“1940年5月30日，晋西北各剧团在兴县李家湾进行了为期17天的会演，参加会演的有一二零师的战斗、
战火、战力等剧社和决死二纵队的黄河剧社等”[20]48。 1943年4月7日，晋西民间戏剧研究会召开了扩大理事
会，提出了以“科学的、革命的、批判的”观点，对民间戏剧形式加以运用与改造，以提高群众参战和生产的
热情以及政治文化水平[20]67。抗战期间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戏剧活动极大地充实了群众的精神生活，活跃了
乡村的文化娱乐氛围，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
节日，例如春节娱乐在乡村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没有哪个民族能够抵抗从持续劳作突

然转到完全歇业所带来的冲击，而半个月的清闲之后又将重复一年的操劳”[21]，因此，春节是闹红火、开展
娱乐活动、进行思想政治宣传的绝好时机。晋绥抗日根据地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在春节期间广泛开展文化娱
乐活动，对群众进行潜移默化的政治教化。1942年春节即将到来时，抗联指示各级把擅长各种娱乐技能的人
们集中起来，事先练习各种配合减租减息、改造组织、反法西斯等的宣传工作。1942年3月5日，《抗战日
报》也利用春节大量组织秧歌队，以活跃农村娱乐。晋绥革命根据地在春节娱乐活动中，充分调动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一时期的春节娱乐活动不再仅仅是乡村民众娱乐的形式，而且成为中共表达意识形态的
载体。

4. 军事保障：以拥军政策鼓励民众

毛泽东曾说：“兵民是胜利之本。”1938年1月，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即指出：“采取好的动员
方式，使前线能够得到源源不绝的补充，益能组织足够数量的新军队。必须了解，全国民众对日寇的侵略是
深恶痛绝的，只要我们能采取较好的方式，去诱导他们，鼓动他们，必定能够鼓起他们最大的决心与勇气，
自动地奔上前线，为光荣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4]3抗战时期，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军、地党委为了最大限
度地调动广大民众加入到抗战队伍中，推行了一系列拥军拥抗的政策，鼓励参军、参战、支前。

4.1. 开展“四大动员”
为解决政权建立之初的财政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于1940年2月

26日在临县曜头村召开会议，作出了开展献金、献粮、扩兵、做军鞋四大动员的决定。在各级政权的组织发
动下，广大群众积极行动，2个月内即完成全部任务。
晋绥边区的爱国士商和各界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慷慨解囊，为抗日斗争提供资金支持。这些资金被用于

购买武器弹药、医疗物资等军需品，以及支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在敌人的封锁下，粮食成为根
据地紧缺的资源之一。
晋绥边区的农民群众纷纷捐出余粮，支持抗日军队和根据地的粮食需求。这些粮食不仅保障了军队的口

粮供应，还用于救济灾民和支援前线战斗。为了增强抗日力量，晋绥边区积极动员青年参军入伍。许多青年
响应号召，加入抗日军队，为保卫家园和抗击日寇贡献自己的力量。扩军行动使得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军队规
模得到扩大，战斗力得到提升。军队在战斗中需要大量的军鞋来保障士兵的行走和作战需求。晋绥边区的妇
女们积极行动起来，为抗日军队缝制军鞋。这些军鞋不仅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还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抗日
斗争的支持和贡献。

“据统计，共筹集粮食90,426石，献金1,810,625元，做军鞋118,441双，扩充新战士 15,885 名”[3]41。这些
成果对解决根据地困难、壮大人民武装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对此给予了肯定：“创造晋西北根
据地和‘四大动员’都获得了很大成绩。”“四大动员”也激发了晋绥边区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增强
了他们对抗日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在支援战争、支持根据地建设、维护新政权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4.2. 实行精兵简政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

加强基层，提高效能，以节约人力物力。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和部队战斗力，晋绥革命根据地
党和政府与八路军响应中央号召，认真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

1941年12月下旬，晋西北军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并结合实际
情况，决定了部队的精简计划和编余人员安置的原则与办法。经过整顿，“全军区主力部队由3.9万余人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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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万余人，裁减公务人员731名，第一二O师和新军部队共减少伙食单位达118个。对编余和裁减的近5,000
人，除充实连队外，其他都作了适当安置”[22]。在已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晋绥边区于1942年9月进一步提出
了“裁、减、缩、并”的精简原则。结合毛泽东于1942年12月关于《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
即各根据地对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
义五项目的”，晋绥根据地继续开展精兵简政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20师及新军人数由35,000人又缩
至27,000人，地方武装缩至4,500人；边区行署也经过大规模精简合并压缩了机构，整个政权人员由18,037人
减至7,489人”[16]365。
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使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脱产人员达到了中共中央规定的比例要

求，适应了坚持抗战的需要；又大大地节约了财政支出，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缓解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以
精简的干部加强基层的措施，进一步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并为培训干部、积蓄力量提供了条件。

4.3. 开展双拥运动
群众路线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一个法宝。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实行的一项重要

政策。晋绥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展“双拥”运动，汇聚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力量，为夺取抗战最后胜
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4月，晋绥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规定5月为“拥政爱民月”。同时提出拥
军三大中心任务，中心任务立足于帮助军人解决困难。5月6日，贺龙在《抗战日报》发表题为《开展“拥政爱
民”运动》的署名文章。随后，各部队纷纷订立“拥政爱民公约”，并宣读公约誓词，各专署、县也都相继组织
了拥军委员会，并普遍召开了拥军大会。另外，广大人民群众也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拥军优抗之中。在部队
作战时，人民自动上前线送水送饭，冒险救护伤员。各地帮助军队生产，对抗属则代耕互济，帮其翻身。“据
9个县不完全统计，仅上半年给优抗粮食即达 12,760斤，互济粮食尚不在内”[3]71。除此之外，春节、端午、
中秋节一般都成了拥军优抗的节日，除慰问慰劳抗军人外，还举办军民座谈会、军民联欢会等。
双拥活动的开展，使晋绥军、政、民团结得更加紧密，抗日民主政权的威望大大提高，极大地增强了部

队的战斗力，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支前热情，使晋绥根据地各项建设和对敌斗争都取得了巨大胜
利。

5. 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晋绥革命根据地开展群众抗战动员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为人民而奋斗，同人
民患难与共的一段历史。党在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四个方面，依托
组织保障、利益整合、宣传教育等多样化的动员方式，尽可能动员不同阶级阶层的爱国群众共御外敌。中国
共产党的群众抗战动员工作是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生动诠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
怀，对于今后中国共产党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
进入新时代，开展好群众工作仍是重中之重。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仍然

需要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参与。人民的心声就是党行动的方向，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绥革命根据地进
行群众动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新时代新任务，党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新时代的世情、国
情，创新发展群众动员的内容与方式，建设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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